
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口述歷史訪談計畫訪談成果 

1 

 

楊成吳先生訪問紀錄 

 

 

受訪時間：2013 年 11 月 5 日， 

          15：00-17：30 

受訪地點：臺北市寶興街楊宅 

訪談人：李福鐘 

紀錄：謝季剛 

 

 

 

受難人資料 

受難人/案件/判決書年齡 職業/經歷 刑期 與受訪者關係 

楊成吳 

臺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

等叛亂案 

24 

農 有期徒刑 12 年 

褫奪公權 7年 

當事人 

案情概況 楊成吳先生，11927 年生，臺北市萬華區人。據臺灣省保安司

令部判決書記載，楊成吳係於 1949 年 11 月參加叛亂組織並

三次參與集會，同時並介紹他人加入，被捕後供認不諱。 

 

 

國民政府接收 

 

我在 1927 年 10 月出生於今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，家中歷代務農。 

先從臺灣光復後的情勢說起。我阿公是個民族意識很強烈的人，他常告誡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目前蒐集到楊成吳先生的相關資料，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（39）安潔字第 2204號判決書，以

及沈懷玉訪問，曹如君紀錄，〈楊成吳先生訪問紀錄〉，收入《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

歷史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1999年 6月），頁 129-143。本文於上述相關資料基

礎上進行訪談，與之前已受訪出版品不同之處，主要在對於與李蒼降、朱耀【山加】等案情關

鍵人物之來往互動，以及私人關係，作了比 1990年代更多且更詳細的描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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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：「我們是中國人，不是臭狗仔！」
2
阿公年少時家境不錯，和兄弟們一起請了

漢文老師教漢字，所以漢文造詣很高，也影響了他的民族認同。我在十八歲左右

時因為抽籤抽中，被日人徵召去當學生兵，幫日本政府做一些雜役工作，當時日

本敗象已露，兵源不足。記得我返回家門前，都要將學生兵的日軍小帽摘掉，才

敢入門，不然阿公會大發雷霆。阿公被日本人欺負的很慘，曾經一度差點被逮捕，

為此跑去唐山（中國大陸）避風頭，事後才返臺。 

正因對日本人的怨恨和強烈的民族意識驅使，光復後阿公非常興奮，在家裡

埕院，自動自發買了好長一串鞭炮來放，慶祝回歸祖國，而且激動得熱淚盈眶。

阿公還帶著我們到基隆港迎接國軍部隊上岸。國軍部隊抵達基隆的時候，很多人

嫌國軍衣衫不整，軍容不佳，但是阿公反而幫國軍講話，覺得他們很辛苦很可憐，

在衣食物資匱乏的情況下，不應加以責備。 

 

李蒼降與朱耀【山加】 

 

之後不久我在臺灣省教育會的指定公司「太懋有限公司」服務，這家公司專

營學生制服和蠟筆、粉筆的生產，我就是在公司裡結識了公司會計李蒼降。李蒼

降是李友邦的姪子，這層關係我直到認識他之後才知道。李蒼降學生時代就很反

日，被日本人關押到光復後才獲釋。聽人說，他的叔叔李友邦在光復後曾經送他

到廈門唸大學。 

政府接收之後的種種政策措施造成民心浮動，社會上很多人憤恨不平，例如

國軍軍紀敗壞，為非作歹，各式各樣的不滿逐漸累積，每個人聽到的都是負面的

消息，一般民眾對政府的印象很糟糕。我在太懋公司服務時，有時候會聽到李蒼

降議論，他談到大陸上國民政府如何腐敗，以及地主權貴等「剝削階級」的惡行

惡狀。我並不知道他有加入什麼組織，但我之所以被抓，就是受李蒼降的案件牽

連，他已經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槍決。 

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，有一天一位朱耀【山加】醫師來找我，他自稱是李蒼

降的朋友，特地來拜訪我。他還告訴我，李蒼降已經搬到基隆去了，所以從此以

後，我再沒有見過李蒼降。朱耀【山加】跟我閑談時，特別提到大陸中共統治地

區如何如何進步，我當時聽了心裡有所警覺，感覺怪怪的，所以實際上我也儘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「臭狗仔」是當時臺灣人辱罵日本人的詞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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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朱耀【山加】保持距離，不想太過密切。透過我，朱耀【山加】又認識了呂聰

明和潘水匱二人。呂聰明、潘水匱和我三個人事實上是鄰居和朋友。後來朱耀【山

加】被逮捕，我和呂聰明、潘水匱才因此牽連到他的案子裡。 

 

二二八事件 

 

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，臺北市宣布戒嚴，大部份人都待在家裡不敢出門。

當時我剛好在太懋公司的工廠值班，工廠裡沒有東西可以吃，餓得受不了，於是

我離開工廠往公司去，看看能不能在公司裡找到米或食物。結果走到大橋，3路的

這邊是太平國小，對面是永樂國小，我往左邊一看，馬上看到地上躺著幾具遭槍

殺的屍體，路口還架著機關槍。這時候有一位中尉軍官看到我，用臺語對我喝斥：

「現在都戒嚴了，怎麼不待在家裡，還在街上隨便走！」這個軍官可能是廈門人，

總之，他會講臺語，可以跟我溝通，否則，說不定當場我就被槍殺了。這名軍官

問我上街幹嘛，我說在工廠值班沒東西吃，想走到公司去。他問我公司在哪裡，

我指著前方說就在不遠的地方。在他的護送下，我平安過了大馬路，4來到公司之

後嚇得不敢再出門。公司裡的人見外頭情勢緊張，勸我不要回家，於是我住在公

司裡，四、五天才走。 

二二八事件之後，臺灣人對政府的不滿更為加重，加上軍隊胡作非為，回歸

祖國的興高采烈已經煙消雲散。而且後來「四萬元換一元」的幣制改革，5造成人

民極端不滿。 

 

青島東路軍法處 

 

二二八事件之後，我應該就沒再見過朱耀【山加】，所以 1950 年保密局來抓

我的時候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原因抓我。後來聽說李蒼降因為基隆中學案子被槍

斃，我才懷疑就是因為李蒼降介紹朱耀【山加】來找我，我和幾個朋友才被牽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指今日連接臺北市民權西路與新北市三重區的臺北大橋。 
4 即今日延平北路二段。 
5 指 1949年推行的新臺幣改革，舊臺幣四萬元兌換新臺幣一元。幣制改革使臺灣民眾財產受到

嚴重剥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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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來。我這個案子是所謂的臺北案件，
6
五十幾人當中槍斃了十幾個，而我則被判

十二年刑期，從二十四歲起被關到三十六歲，可以說是一生中的黃金歲月卻在監

牢裡頭度過。判決書說我參加「組織」，我要再次強調自己雖然對於政府相當不

滿，但我絕對沒有參加任何地下組織。 

李蒼降的案子比我的案子要早宣判，當我被羈押在青島東路軍法處時，每天

早上和下午，牢房內的獄友都要輪流將屎尿桶拿出去「倒屎尿」，有一次倒屎尿

的時候，碰到一個人問我是否認識李蒼降，他傳口信叫我隔天早上想辦法出來倒

屎尿，說李蒼降想利用這個機會跟我說一些話。但是隔天早上我還來不及換班，

已經排定的獄友就搶先一步將屎尿桶拿出去倒了。等到下午出去倒屎尿時，已看

不到李蒼降人影。後來，就聽說李蒼降被槍斃了。李蒼降想跟我交代什麼，我大

概知道，無非就是他並沒有供出我的名字，這樣我就不會牽連到他的案子裡。 

在軍法處的時候，死刑犯都是一大早就被叫出去槍決，大概是早上五點就開

始叫名字，好像殺雞一樣，實在可怕。等到叫完名之後，沒被叫到的人才開始輪

流大小便，出去洗手臉。但就算那天沒被叫到，難保隔天不會喊到自己的名字，

日復一日在那種隨時可能被槍斃的恐懼中生活，真的是恐怖，真的恐怖！那時接

二連三在槍斃人的時候，情況就是這樣。 

 

保密局 

 

保密局來抓我時，是利用戶口調查的名義來敲門，大概在凌晨三、四點，天

都還沒亮就到我家。我想，他們就算逮人也還是有所顧忌，怕被其他人看到。他

們的車子就在外面路口待命，應該至少有三個人到我家裡來抓我，一開始我並沒

有被上手銬，就是兩個人把我架住，直到走到外面馬路口，準備要對我上手銬時，

我反抗說又沒犯罪，為什麼要戴手銬？這時一個人猛的朝我胸口進行肘擊，害我

肋骨斷掉，我痛得大聲哀號。接著有一個穿著制服的帶隊軍官揮揮手，阻止其他

人再毒打我，然後在我的頭上戴上布套，就上車載走。我先在保密局接受偵訊，

然後送到國防部軍法處宣判，之後再送到新店一家由戲院改裝成的拘留所羈押。

那家戲院的名字好像就叫新店戲院，因為老闆牽扯到某個案件，戲院遂被沒收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保密局所正式定案的名稱是「臺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叛亂案」，見國家安全局編印，《歷

年辦理匪案彙編（第二輯）》（臺北市：李敖出版社，1991年 12月），頁 1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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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成拘留所，內部隔成一間間的囚室。 

我剛被抓到保密局的時候，經常聽見有人被刑求的哀號聲，非常可怕。但我

的胸口受傷，反而幸運地讓我免於被刑求，審問的人看到我的傷勢，胸前一大片

瘀青，便沒有再對我動手，也許他覺得再刑求的話我會死掉吧！我一再回答我沒

有參加組織，只是因為工作關係，才認識李蒼降，然後李蒼降又介紹朱耀【山加】

給我，至於朱耀【山加】來找我做什麼，主要是來到我家附近淡水河邊釣魚、摸

蛤仔。這麼講當然是為了騙過偵訊人員的胡謅。我到保密局時，兩個朋友呂聰明

跟潘水匱已經先被抓進去了，後來他們兩人一個判了十五年、一個判了十年，現

在兩人都已經過世。出獄後我才知道原來呂聰明供稱我吸收他進入組織，這是子

虛烏有的。我其實不太清楚他們兩位跟李蒼降和朱耀【山加】接觸的程度，朱耀

【山加】雖然透過我才認識呂聰明和潘水匱，但他們之間的來往情形，我完全不

清楚。二二八事件之後我離開太懋公司，改在一家營造廠工作，這家營造廠在蘇

澳開礦，因此我經常被派到蘇澳管帳，對於呂聰明他們和朱耀【山加】是否有往

來，我真的不清楚。 

我從來沒加入任何組織，是保密局的審訊人員在口供上亂寫的。在保密局羈

押期間，我的胸口傷勢惡化，紅腫瘀青非常嚴重，因為缺乏醫療資源，同房獄友

建議我喝尿療傷。我在保密局前後喝了一個月的尿，瘀青才漸漸褪去。不過或許

就因為這樣，逃過了刑求的噩運。保密局在問完口供之後，直接拉我的手去蓋手

印，也沒讓我看內容。最後判決書上居然寫我加入非法組織，意圖顛覆政府。 

 

綠 島 

 

離開保密局之後送到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等候宣判，宣判後再到新店的戲院等

待發監執行。等到後來要送到綠島，準備到基隆搭船，那時犯人兩個銬在一起，

用車先載到松山車站附近的一個倉庫，然後再到基隆上船。上船後我們不知道要

去哪裡，心裡很恐慌，還以為要被載去填海！當時已經有不惜拼命的覺悟。後來

輾轉到了綠島，島上的百姓都被灌輸我們是群殺人放火、罪大惡極的凶神惡煞，

一再告誡不可與我們接觸。 

我在綠島一共服刑十一年多，被編在第五隊，因為我是農民出身，懂得耕作

技術，因此被指派種菜工作，以供應隊上食用。剛到綠島時，島上因為缺乏蔬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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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能吃配給的黃豆，結果導致大家經常性牙齦流血發炎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大

家討論之後決定成立一個「生產組」來種植青菜。因為我是農村子弟，遂被編入

生產組，帶班的則是我的鄰居兼獄友潘水匱。潘水匱因為判十年，比我早兩年出

獄，所以潘水匱離開綠島之後，便由我擔任生產組的帶班。我的組裡有個臺大地

質科的學生葉雪淳，7我回臺灣之後帶班一職便交接給他負責。葉雪淳已經過世，

我們這一群綠島難友凋零的人數越來越多，我快九十歲了，畢竟來日不多，最近

一直犯腸胃的毛病，但我連去醫院檢查都不想，反正終究難免一死，該來的還是

要面對，況且我已經多活了那麼多歲數，沒啥好遺憾的了。 

加入生產組，相對來說比留在隊裡自由，我們的菜園在山上，每天生產組的

幹部帶我們上山，衛兵再監督我們下山，在山上的時候管制不那麼嚴格，精神上

的壓力也減少許多。葉雪淳被編入我們生產組之前，原本在三隊負責養火雞，由

他跟另一位臺大法科畢業的林從周負責，8但過沒多久，火雞全死光了。他跟我表

達想轉到生產組的意願，但因為把火雞養死這件事給管理人員留下不好的印象，

我們的中隊長對於肯做事的人比較喜歡，混水摸魚的則會留下不良印象。當我的

刑期只剩一年時，生產組因為有人刑滿回臺灣，於是有兩個缺額必須補人，一位

姓劉的生產組幹事詢問我誰適合，我便報上葉雪淳跟林從周。幹事驚訝道：「這

麼多人不要，偏偏選他們倆！」幹事質疑他們把火雞都養死了，怎麼能勝任生產

組的工作。我用身為農村子弟的經驗提出解釋，因為秋風起時，火雞的存活率會

下降，很難飼育照顧。又替他們兩人講好話，說他們平日在路邊撿到番薯，會自

動自發拿到隊上豬圈餵豬，對生產組的事情很關心。何況，如果找不熟的人進來，

反而造成我的負擔。幹事聽了覺得有道理，便同意他們兩人加入。 

我們為了種菜，特地在山上砍樹用木頭搭了一個工寮。後來葉雪淳十五年刑

期結束後，有來找我，跟我說搭在山上的工寮被火燒得精光，因為有一次他們冬

天在工寮生火取暖，沒有用鐵皮把火圍起來，一不小心就把工寮給燒了。 

我們通常用過早餐之後，要挑糞肥上山去灌溉菜園，而隊上的其他人則要到

海邊撿硓咕石建「萬里長城」，也就是後來新生訓導處的圍籬。原本新生訓導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葉雪淳，新竹人，原就讀臺灣大學理學院二年級，因「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學委會李水井等叛

亂案」被捕，判刑十五年，參考國家安全局編印，《歷年辦理匪案彙編（第二輯）》，頁 93-

105。 

8 林從周，臺北人，臺大法學院畢業，亦因涉入「臺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叛亂案」被捕，

判刑十五年，被捕時任職於臺灣銀行會計室。參考國家安全局編印，《歷年辦理匪案彙編（第二

輯）》，頁 2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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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圍牆，只由一座座衛兵看守的碉堡圍住。蓋圍牆，就是將一個又一個碉堡連

接起來，最後把新生訓導處團團圍住，只留下一個大門作為出入口。咾咕石圍牆

高約九尺，9每隊派一名公差一早就去打石頭，打完石頭回來才吃早飯。一開始剛

到綠島時，海岸邊盡是高低崎嶇的礁岩，但後來為了取咾咕石蓋圍牆，海邊的礁

岩都被我們打平了，你看我們花了多少力氣在這件事情上。 

我是農村子弟，因此綠島上的勞動工作對我來說，不算太嚴厲，主要是精神

上的壓力，非常艱苦。當時新生訓導處第一任處長姚盛齋，我想他是為了邀功，

發起了一項名為「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」，要大家每個人自行舉報一件事，表

達愛國救國的決心。這個運動除了隊上的外省人或軍人受刑人，很多人都不願意

簽署，這種不配合的態度惹惱了姚處長，結果他藉機把一些平常會跟他搗蛋的人

重啟調查，再次起訴，有一些獄友後來被送回臺灣槍決。另外還有一些人受到報

復，例如我們五隊有個音樂隊，裡面很多成員在服刑期滿後居然又被送到小琉球

關押一兩年。 

在綠島還要接受政治思想教育，記得當時讀過的課本包括《國父遺教》、《領

袖言行》、《中國之命運》、葉青10寫的《共產主義批判》、《中國歷史》、抗日題材

作品，還有《蘇俄在中國》，都是一些政治洗腦的內容。 

 

同學雜憶 

 

我必須老實承認，在綠島時我有很深的自卑感，隊上八十幾名同學，11至少

有六十多人擁有大學以上學歷。有臺大、師大畢業的，還有醫生、船長、教授。

看到大家的教育程度這麼高，而自己只有中學學歷，自卑感油然而生。這樣的感

受，也促成日後竭盡所能想要栽培自己的孩子好好唸書的心願。 

雖然我的同學各個是高知識分子，但每個人都很有修養，很客氣，不自私。

例如有家人寄食物來，都會和大家分享不會藏私。當時同隊有一位同學叫做王福

青，好像是上海人，他曾經當到福建省警察局長，據說因為政府下令抓人，但他

不願配合，於是反被誣陷入獄，政府撤退時一併抓來臺灣，被判處無期徒刑，包

括他的七名下屬一起被判刑。他是一個很正派而且慷慨的人，那時要是隊上發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指九臺尺，大約等於三公尺。 
10 葉青為當時臺灣著名反共理論家任卓宣（1896-1990）筆名。 
11 綠島新生訓導處受刑人之間以同學互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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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事件，他都二話不說一肩扛下。據說王福清曾經發誓，一定要等蔣介石和蔣

經國先死，他才願意死。後來是蔣介石去世之後減刑，王福清才獲釋。就因為他

為人好，在他回臺之後，好多同學都願意幫助他。據說他獲釋的時候，女兒本想

接他回家裡住，但他為了不影響在空軍擔任要職的女婿，寧願一個人住到外面。

這時綠島的同學都紛紛伸出援手，幫他找工作。當然，在團體中還是有「抓耙子」，

這些人時間一久，大家都看得出來是誰。專門打小報告的「抓耙子」平常會得到

一些好處，例如由獄方拿到牙膏之類。 

 

出獄後 

 

出獄後我最不滿的就是不斷要受到警察的監視騷擾。照理講判刑後我已經付

出了十二年代價，但回到臺灣之後每半個月我就要到派出所簽到一次，而且當我

要求職時，就有人會向雇主通報我有案底，要好好監視我的一舉一動，因此沒有

哪家公司敢聘我。這段期間我還開過早餐店。後來我購買了日文的藥理書來自學，

我沒讀過中文書，中學以前的教育都是日文。自學藥理之後我報考臺北市衛生局

辦的藥理鑑定特考，取得藥理鑑定臨時藥商的資格，有了這個資格，我就可以開

西藥房，生活開始慢慢順遂。就這樣後來我經營藥房三、四十年。在綠島的日子

我還是學到了一些東西，譬如國語和白話文。原本我只會以日文書寫，從綠島回

來之後，至少學會漢文。 

我們在綠島受苦，事實上遠在臺灣的親人也同樣受著精神上的折磨，非常可

憐。被捕的時候我還沒結婚，但那些已經有家室的難友，判刑確定後，幾乎都自

動簽了離婚同意書。記得有一位難友叫吳昌惠，他才剛新婚兩個禮拜就被逮捕，

他是艋舺人，刑期十年，他太太最後等了十年才和他團聚。另外我還聽說，有個

難友在妻子到綠島探監時，勸他太太離婚重新嫁人。他這位妻子覺得丈夫不了解

她，於是在搭船回臺灣的時候，跳海自盡。這是我在綠島聽到的故事，不知道是

真是假。 

我快 90 歲了，記憶不好，經常有些事情想不起來。近兩年患了腸胃不適和

便祕的毛病，我懷疑是不是得了大腸癌，但我也懶得去醫院檢查。我的三個小孩

讓我很欣慰，都很乖巧上進，解嚴前我一直不敢跟他們說我去綠島坐牢的事，要

到解嚴後，我才跟他們說。孩子的教育問題是我關心的事，我一直跟他們說如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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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讀的話盡量讀，我會盡一切辦法籌錢，如果不想唸的話，那就去做工學技能。

我開藥房後經濟比較寬裕，就為孩子布置了書房讓他們專心唸書。現在三位孩子

都算是小有成就，一位現在中醫診所任職，一位是清華大學畢業的工程師，最後

一位則是會計師。他們都很孝順，我感到很欣慰。不管再累再苦，我賺的錢都毫

不保留的投資在孩子的教育上，看到他們的成就，我很心滿意足。當然這一切都

是在綠島認識那些高知識分子，所帶給我的衝擊，讓我下定決心往後定要好好拉

拔自己的孩子出人頭地。 

我太太是我小學同學，後來唸家政學校。出獄的時候我已經 38 歲，我太太

當時還未嫁人，於是我們兩人就這樣結婚了。我同樣很感恩我的太太，她幫了我

很多，她念的是稻江家政學校，當初要結婚前，她在太平町12附近做裁縫，也小

有積蓄，當初開藥房她也拿出了許多資金。她一點也不嫌棄我的出身，我丈人一

開始不太同意這門婚事，因為覺得我是被關過的犯人，丈人的姪子曾經在中國大

陸待過，替我說情。後來我開了西藥房，最終才得到丈人認同，覺得自己的女兒

沒有嫁錯人。孩子的教育很大一部分由太太督促，我的孩子品性很好，菸酒不沾，

我本身也是不喝酒、不賭博，除了香菸是在 60 歲左右戒掉，酒和賭年輕時候就

很厭惡，不曾沉迷。 

從綠島回來之後，由於時時受到監視，所以我行事都很小心，避免惹上是非。

比如說有一次我家附近淡水河堤防上張貼了一張攻擊政府的宣傳品，我馬上成為

被懷疑的對象，還要比對我的字跡。一開始我還不清楚，後來才知道原來里裡面

都有人暗中監視我的一舉一動，像是國民黨的地方小組，或是里裡的觀望人員，

都會暗中注意我的言行。還好我是在地人，擔任里長的舅舅都會提醒我要注意，

其他的親朋好友也會警告。當然有了家庭之後，一切都以孩子家庭為重，我也儘

量小心，絕對不要多事，免得再惹禍上身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 日治時代臺北市行政區劃，位置大約在今日延平北路一段至三段附近。 


